
环境社会学研究综述
———对环境社会学学科定位问题的讨论

吕　　　涛

　　Abstract:In the past years the environmental problems are becoming more and more serious and the

studies on the environmental problems have been very important subjects.Although some environmental

sociologists represented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environment and the society as their research object , the

divaricating on the attribute of the environmental variable made the confines between the environmental

sociology , the ecology and the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illegible.So it embarrasses them to answer some

questions such as “what is the social reasons of the environmental problems ?” This paper presents that the

objects of the environmental sociology include two disciplines :the SAEP(Society-Action-Environment

-Paradigm)and the ESSP(Environment-Socialization-Society-Paradigm).From this perspective the

paper reviews the environmental sociological researches.And the review could redound to construct some

more specific analysis framework of the experiential researches of the environmental sociology.

一 、学科定位的讨论

　　作为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学科 ,环境社会学的诞生和发展与环境问题的显著化过程是紧密相关的。

20世纪 70年代以来 ,随着环境污染引起的灾害事件的频繁发生 ,各种环境运动在社会生活中也同样风

起云涌。由于“环境问题”① ,社会面貌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其中尤以环境问题的全球化扩展及其对社会

的显著影响最为典型;同时可持续发展问题也逐渐成为世界各国在社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挑战 。社会

因环境问题而发生的如此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当然也为社会学家所关注 ,环境社会学研究正是在这样的

背景下首先在美国发展起来。

尽管大量的研究表明 ,环境问题与社会系统的诸如制度 、结构等因素相关联 ,并且认为 ,社会因素正

是环境恶化的原因 ,然而如何证明两者之间不仅相关 ,而且是因果关系 ,并进而说明这种因果关系的内

涵 ,却成为各个学科开展环境问题研究的难点 。尽管环境社会学声称 ,本学科的研究对象是社会与环境

之间的关系 ,但对于环境与社会之间的因果关系及其内涵的认识 ,同样有待进一步梳理和明确 ,而这一

点恰恰是环境社会学 ———作为社会学的研究 ,所面临的挑战之一 。

1978年 ,卡顿(Catton)和邓拉普(Dunlap)在《美国社会学家》杂志第 13 卷上发表了题为《环境社会

学:一个新范式》的文章 ,他们认为传统的涂尔干式的社会学研究范式 ,在强调以社会事实解释社会事实

的同时忽视了环境因素对社会事实的影响。而另一方面 , “各种社会学理论尽管表面上分歧对立 ,但是

都具有人类中心主义这一共同点”(转引自洪大用 ,1999a)。他们认为这种范式的主要假设是:1.人类在

地球生物中是独一无二的 ,因为他们有文化;2.文化可以几乎无限地变动 ,并且能比生物学特征的变化

快得多;3.许多人类差异为社会引入而非天生的 ,它们可以被社会改动并且可以消除不利的差异;4.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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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所指的环境问题其定义取自饭岛伸子对环境问题的界定 ,即“`人类的 、为了人类的 、由于人类的' 行为的结果所导致的自然
的 、物理的 、化学的 、环境的变化或恶化 ,对人类社会自身带来了各种各样的不良的影响 , 这就是所谓的环境问题”(饭岛伸子 ,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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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积累意味着进化可以无限延续 ,使得所有社会问题最终都得以解决(Catton &Dunlap ,1978 ,转引自

Harper ,1996)。

卡顿和邓拉普将这种以人本主义假设为前提的范式称为人类例外主义范式(human-exceptionalism-

paradigm ,简称HEP),主张以新生态范式(New-ecological-paradigm ,简称 NEP)来代替HEP。他们认为 NEP

是以不同的假设为基础的:1.虽然人类有突出的特征(文化 、技术),但他们依然是包含在全球生态系统

中的互相依赖的众多物种成员之一;2.人类事物不仅仅受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 ,也受自然网络中原因 、

结果和反馈的错综复杂联系的影响 ,因而有目的的人类行为会产生许多意想不到的后果;3.人类生存依

赖于一个有限的生物物理环境 ,它对人类活动加上了潜在的限制;4.尽管人类的发明创造和得自某个地

方的能力在一段时期内可能会扩展承载力的限定 ,但生态法则不能消除(Catton &Dunlap ,1980 ,转引自

Harper ,1996)。

卡顿和邓拉普认为NEP 是指导环境社会学乃至社会学研究的新范式 。

在NEP的范式下 ,环境变量被直接引入社会学的分析框架中。然而 ,这种引入似乎也存在着机械

移植的痕迹。环境因素本身是自然属性的物理性变量 ,它对人类的限制是物理性的限制 ,这种物理性的

限制是对作为生物人的人的限制 ,而这种物理性的环境变量对作为社会人的人的影响 ,首先就存在着一

个“社会化”的过程 ,成为“社会化了的环境变量” ,进而才能与社会人构成的社会发生社会性的联系 ,而

这一点 ,恰恰是卡顿和邓拉普所忽视的 。如果说社会本身存在着 HEP“问题” ,那么揭示这种社会状态及

其背后的深层原因恰恰是社会学家的任务之一。社会学研究 ,包括环境社会学研究的“价值中立”原则 ,

恰恰要求社会学家在研究的过程中去除掉无论是 HEP 还是NEP 这样先入为主的“偏见”。我们当然不

反对在社会学研究理论框架中引入环境变量 ,但是这里引入的应该是“社会化了的环境变量” ,并非直接

的 、机械式的物理性环境变量 。

NEP范式的这种对环境变量的“机械式引入” ,遭到了相当多的批评 ,贝尔(Bell ,1977)认为 ,如果有

什么增长的极限的话 ,那么这种极限也是社会的 ,而不是生物的 。巴特尔(F.H.Buttel)则在 1978年的

《美国社会学家》杂志 13卷发表题为《环境社会学:一种新的范式?》的文章 ,质疑 NEP 范式 。尽管这种

质疑直接批评的是NEP 过于空泛 , “这只是几条高度抽象的假设 ,对于促进环境社会学的经验研究并无

多大意义”(转引自洪大用 ,1999a),然而 ,这种争论实际上反映的却是社会学研究中本体论上的分歧 ,亦

即作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 ,环境的变量是物理性的变量还是“社会化了的环境变量” ?

环境社会学关注环境与社会的协调发展 ,这是它研究的对象 ,也是它研究的目的之一。毋宁说 ,环

境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作为“社会事实”的社会化了的环境变量与社会的关系。尽管施耐伯格(A.

Schnaiberg)和邓拉普都认为 , “所谓环境社会学是研究社会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的学问”(转引自王子彦 ,

2000),但是这里恰恰没有对环境变量的属性问题做出明确的阐述。而哈姆菲利(C.R.Humphrey)和巴特

尔则认为 ,环境社会学不仅要研究一般意义上的环境与社会的关系 ,还要通过研究环境与社会相互影响

相互作用的机制 ,来探讨人类在利用环境时对人的行为起决定作用的文化价值 、信念和态度。社会学家

应对弄清楚人类社会与环境之间冲突与协调的原因抱有兴趣。因此仅仅将环境社会学定义为研究环境

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会使定义过于抽象和贫乏 ,而且不能实现将其运用于解决实际问题这一目的(转引自

王子彦 ,2000)。后者对环境社会学定义的说明比前者要深刻得多 ,它明确强调了“探讨人类在利用环境

时对人的行为起决定作用的文化价值 、信念和态度” ,以及“社会学家应对弄清楚人类社会与环境之间冲

突与协调的原因抱有兴趣” 。哈姆菲利和巴特尔实际上指出了 ,作为社会学的分支学科 ,环境社会学的

研究对象应该是社会性的变量 ,并且 ,环境社会学更应该揭示出环境与社会之间的因果关系 。相比之

下 ,日本环境社会学家饭岛伸子对环境社会学的定义尽管十分明确 ,但却更近似于对环境问题现象的客

观描述。她认为 ,环境社会学是关于环境与环境问题的社会学研究的总称 ,是基于社会学的方法 、观点 、

理论来讨论物理的 、自然的 、化学的环境与人类生活和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 ,尤其是环境的变化带给人

类社会生活的影响 、作用以及人类社会对环境造成的影响及反作用的一门学问(转引自王子彦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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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认为 ,社会学的方法基于社会学的方法论 ,社会学的方法论不是独立于社会学的本体论认识之外的

方法论 ,因此“社会学的方法 、观点 、理论”并不是对研究对象没有框架的限定 ,社会学的方法 、观点 、理论

无法从事自然科学的研究 ,它的研究无法说明物理的 、化学的和生物本身作为物质的存在所发生的变化

过程。尽管“物理的 、化学的和自然的环境对人类群体和社会带来了各种各样的影响 ,但是这种影响是

在不同领域中 ,是以不同的规律实现的 。对于作为生物种群的人类群体而言 ,这种影响是物理的 、化学

的影响 ,在这个纬度里 ,二者的关系不是社会学的方法 、观点 、理论的研究对象 ,而对于由人类种群所构

成的社会而言 ,这种影响不是直接发生的 ,因为物质和意义是两种不同的存在 ,这种影响需要一个社会

化的过程 ,毋宁说 ,自然的 、物理的 、化学的环境首先经过了社会化的过程才能成为社会性的环境变量 ,

对社会产生影响的恰恰是社会化后的社会性的环境变量 ,当然这种环境的社会化问题也自然就是环境

社会学的研究领域之一。仅仅因为“自然的 、物理的 、化学的环境的变化或恶化对人类社会带来了好的

或坏的影响” ,就认为环境可以直接成为环境社会学的直接的研究对象(饭岛伸子 , 1999)的看法值得

商榷 。

环境社会学对自身学科定位的问题 ,反映了其自身在对环境与社会关系的研究中研究视角的定位

差异 。本文认为 ,环境社会学首先是一个社会学的分支学科 ,它不是交叉学科。它的方法论基础在于社

会学的方法论基础 ,不是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基础 ,而方法论并不是脱离本体论而独立存在的 。其次 ,环

境社会学对环境与社会关系的研究所揭示的只是这个关系的某些层面 ,而不是二者关系的全部 ,环境社

会学恰恰是通过对这个关系特定层面的解释来理解社会 、理解社会与环境的关系 ,并进一步揭示环境问

题背后的深层社会原因。第三 ,对环境与社会关系的研究不仅有环境社会学的研究 ,还有生态学 、经济

学 、政治学 、伦理学等多学科 、多范式的研究 ,环境社会学的研究只是以社会学的理论视角开展的一种研

究范式而已 ,对于环境与社会关系的全面揭示需要多学科 、多纬度的努力 ,环境社会学不能也无法独力

承担这一任务。因此 ,在这个意义上 ,在确定环境社会学的研究领域与研究任务之前 ,首先有必要澄清

环境与社会之间关系的不同层次。

就形式上而言 ,自然环境(包括自然的 、物理的和化学的环境)与人类社会的关系是相互的 、双向的

关系 。一方面表现为社会对环境的影响;另一方面表现为环境对社会的影响。前者的范式是:社会变量

(包含了社会化了的环境变量)通过社会行动产生 、引起的物理的 、化学的和生物的 、客观的作用进而作

用于自然环境 ,本文称之 Society-Action-Environment-Paradigm ,简称 SAEP 范式;后者的范式是:自然的 、物

理的 、化学的环境经过社会化的过程 , 作为社会化的环境变量进而再作用于社会变量 ,本文称之为

Environment-Socialization-Society-Paradigm ,简称 ESSP 范式。在SAEP范式中 ,环境社会学的研究对象领域

是社会变量与社会行动(环境行动①)之间的关系;在 ESSP 范式中 ,环境社会学的研究对象领域是自然

的 、物理的 、化学的环境变量的社会化过程以及社会化的环境变量与社会变量之间的关系(见图 1 、

图2)。

卡顿和邓拉普曾经讨论过对环境社会学研究的分类问题 ,他们将在 HEP 范式下的 ,在传统社会学

框架内开展的对环境与社会的关系研究称为“环境问题社会学的研究”(Sociology of Environmental

Issues),而将在NEP范式下的对环境与社会的关系的社会学研究称为“环境社会学”(洪大用 , 1999a)。

而洪大用则“采用社会学常用的类型学方法 ,将迄今为止环境社会学的研究(主要是理论研究)大致分为

两种类型 ,即环境学的环境社会学与社会学的环境社会学”(洪大用 , 1999b)。本文则以上述 SAEP范式

和 ESSP 范式为对现有的环境社会学———作为社会学的分支学科———的研究进行分类的基础 ,并以此作

为线索展开对环境社会学研究的回顾。需要强调的是 ,SAEP范式 、ESSP 范式的划分仅仅是一种类型学

的区分 ,实际的研究往往处在这两个类型所构成的连续统一体的某个位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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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把人类直接或间接引起的环境问题的社会行动定义为环境行动。



图 1.　SAEP范式及其研究对象

图 2.　ESSP 范式及其研究对象

二 、ESSP范式的环境社会学研究

　　涉及环境与社会关系的社会学研究可以追溯到古典社会学家的相关研究。涂尔干在对社会分工的

研究中曾经认为 ,人口密度的增加和争夺稀有资源的强度是工业社会中复杂分工的重要前提。这一分

工通过减少对资源的直接竞争和促进文化革新来界定并有效地扩大资源 ,增强了人口密度更强的社会

对其环境的适应能力(Durkeim ,1933 1893 ,转引自 Harper ,1996)。巴特尔认为 , “他(涂尔干)仅仅注意到

环境社会学议事日程的一个方面 ,他把大量的精力都放在了生物物理环境影响社会的机制上了 ,而没有

注意到社会系统影响生物物理环境的过程(Buttel , 1986 ,转引自 Harper ,1996)。显然 ,涂尔干注意的是 ,

资源及其稀缺性在社会生活中的“社会化后”的变量 ———经济利益载体 ,对社会分工以及社会结构的影

响 ,从这个角度来说 ,巴特尔对他的研究的评价可谓中肯。

20世纪初 ,由芝加哥学派倡导而发展起来的人文区位学(Human Ecology)理论 ,对环境与社会的关

系给予了极大关注。其中以费雷(Firey ,1945)为代表的社会文化区位学研究 ,批评古典区位学理论过分

重视生物性因素在社会中的决定作用 ,纯粹按经济最大化来解释环境与社会的关系 ,而忽视了社会性因

素特别是文化 、情感 、象征等的作用 。费雷在其对波士顿地区土地使用的实证研究中 ,提出了环境要素

既有经济价值 ,也有象征文化价值 ,并且表明这种环境文化价值如何影响了人们的土地使用模式 ,从而

影响了社区的结构分布和社会构成 。费雷的理论和研究恰恰注意到了自然环境对社会发生影响的间接

路径问题 ,即环境要素在社会中是以社会化了的环境变量———象征文化价值来施加影响的 ,这种社会化

了的环境要素不仅仅成为经济价值的象征符号 ,而且还是文化的 、情感的 、价值的符号载体 ,他的研究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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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表明了社会化了的环境变量对社会行动 、社会变量的影响过程 。而这一点正是本文提出的 ESSP 范式

所强调的 。

面对费雷等人的批评 ,霍利(Hawley ,1950)在对古典区位学进行修正和重新阐述的基础上 ,提出了

新正统区位学。他从功能论的角度关注社区是如何通过技术 、组织和文化的功能分化来适应自然环境

的过程 。他的理论的重要前提之一是认为组织产生于人与环境的互动 ,这实际上等于把环境作为自变

量来考察社区的组织 、技术 、文化等功能单位的功能分化过程和特征 ,其理论关注对象是集体生活在外

在条件(自然环境条件)下的形式和结构形态 ,而非个体价值和动机等因素 。在对待环境变量的问题上 ,

霍利更倾向于物理性的环境变量 ,而忽视环境的社会化过程与环节 ,因而 ,其理论呈现出生态学式的功

能论色彩 。

邓肯(Otis Dudley Duncan ,1959)为新正统区位学增加了一个区位复合体(Ecological complex),它由四

个变量组成:人口(Population)、组织(Organization)、环境(Environment)和技术(Technology),简称 POET。其

中 ,环境被认为是外在于人口以外的现象 ,包括其他社会系统和自然环境要素。邓肯认为 ,当环境和技

术发生变化时 ,人口规模和组织也会发生变化 ,进而带来复合体所构成的整体的变化 。邓肯的 POET 复

合体理论明确地将自然环境作为一个独立的变量 ,用以分析自然环境的物理变化对社区结构的影响 ,其

研究侧重从客位的视角解释作为自然环境的环境变量的社会化过程 ,以及这种社会化在社会的中观层

面上所表现出来的形式结果。并且显示了这个社会化的结果对社会行动(如技术 、组织)的影响 ,及其再

作用于自然环境的过程。换句话说 ,邓肯的区位复合体理论显示出 ESSP 范式过程与 SAEP 范式过程的

连续性。这一点在邓肯运用 POET 理论分析洛杉矶城市空气污染以及施瓦布(W.A.Schwab)对旧金山海

湾地区干旱及其影响的研究中表现得十分明显。

人文区位学理论对环境与社会关系的探讨 ,为环境社会学的诞生和发展提供了启发和理论源泉。

然而 ,人文区位学(不包括社会文化区位学)在方法论范式上过于倾向自然科学领域中的生态学研究 ,表

现出物质决定社会的倾向 ,而忽视文化 、价值等社会因素对社会系统的作用 ,这在其对待环境变量的属

性问题上尤为明显 ,实际上反映了该理论范式对环境变量的社会化这一关键性环节的疏忽 ,而这种疏忽

又从某种意义上反映出该理论在本体论上对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自然科学化的 、方法论一元论的倾向。

在早期对古典人文区位学理论的批评中已经反映出了这个问题 。对此 , 凯尔克和彼耶尔(Gehlke &

Biehl ,1934)则从统计学的角度指出人文区位学家的研究应将生态学相关与个体相关加以区分 ,否则会

犯以生态学相关作为个人相关(因果关系)证据的谬误 ,他们称之为“生态谬误”。而这实际上源于逻辑

的原因 ,即相关关系不等于因果关系。但这一点似乎并未引起后来环境社会学家的充分关注 。

图 3.　邓拉普和卡顿的生态学框架

邓拉普和卡顿在邓肯 POET 理论的基础上通过

强调环境因素在这一复合体模型中的中心位置及其

自然物质环境的含义 ,对这一模型进行了修正(见图

3)。他们认为 ,环境社会学的研究必须回答以下两

类问题:1.人类 、技术以及文化和人格系统是如何影

响自然物质环境的 ? 2.自然物质环境由此产生的变

化是如何影响人类 、技术以及文化 、社会和人格系统

的? 如何影响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

在这个修正模型的基础上 ,邓拉普和卡顿提出了“环境的三维竞争功能”概念 ,通过分析环境对人类

的三种功能(提供生存空间 、生存资源和进行废物储存转化)及三种功能之间的冲突关系和演变情况 ,来

解释环境问题的生态学根源(转引自洪大用 , 1999a)。

　　邓拉普和卡顿对 POET的修正分析框架恰恰反映出了 SAEP 范式与 ESSP 范式的连续性 ,而他们所

强调的自然环境对文化系统 、社会系统 、人格系统的影响 ,实际上对应的是自然环境的社会化过程 。但

是 ,在他们强调社会变量对自然环境的影响时却忽视了社会行动的环节 ,社会因素对自然环境的影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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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社会行动而直接产生的客观的物理后果 ,进而才能对自然环境产生直接影响 ,而后者的这种直接影

响是物理的 、化学的和生物的作用 ,它并非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 。因此在邓拉普和卡顿的分析框架中 ,

实际上潜藏着生态谬误的可能性。

尽管邓拉普没有注意到环境变量的社会化问题在环境社会学研究中的重要性 ,但是他开展的一些

实证研究却在客观上反映出 ESSP 范式中的环境社会化的环节 。邓拉普和利尔发展了一个NEP 量表来

测量环境变化所涉及的各个群体的态度变化 。在这个量表的基础上 ,米尔布莱斯(Milbrath , 1989)在“美

国环境信念与价值”的研究中发现了所谓“环境主义者” ,即意识形态中倾向于NEP 者 ,他的调查发现 ,

环境主义者在认知上普遍具有以下倾向:1.人类正在严重地破坏大自然;2.核能发电是危险的;3.对科

技较少信仰;4.地球资源的使用有其极限 ,且在不久后将会出现短缺现象;5.工业社会的成长有其极限;

6.对财产的运用要有计划的管理;7.意识到环境问题的严重性(转引自萧新煌 ,1999)。

米尔布莱斯的研究为环境意识和环境态度的调查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萧新煌在米尔布莱斯的

研究基础上 ,对台湾地区民众的环境意识开展了问卷调查。首次调查开始于 1986年 ,研究的主题是:当

时台湾社会取向是NEP 还是 HEP ,其分布的趋势如何 ?调查的结果显示:当时台湾民众对生态与经济

活动的辨证关系有所了解 ,但对科技仍然过分乐观 ,认为科技是未来的希望(萧新煌 , 1999)。萧又于

1999年开展了第二次“台湾环境意识与价值”调查 ,也以问卷访谈的方式进行 ,并且保留了 1986年环境

意识问卷的部分问题 。然后将两次调查的结果进行了比较 ,以此来探测十多年来台湾民众环境意识的

转变态势(萧新煌 ,1999)。通过比较研究发现 ,台湾民众无论在环境知识还是在环境意识上都比以前

“提升”很多 , “与 1986年比较起来现今的台湾民众已经更趋向了`新环境典范' (NEP)的环境意识形态”

(萧新煌 ,1999)。中国大陆也有过类似的研究 。洪大用等曾于 1997年前后 ,在全国 14个市 、县进行过

一次“全民环境意识调查” ,对中国大陆民众的环境意识及其分布趋势进行测量 。这一类的调查与研究 ,

以定量的研究方式 ,运用抽样统计技术对民众的环境意识以及民众的社会属性 ,如年龄 、教育程度 、家庭

收入等进行调查 。调查结果一方面显示出民众环境意识的总趋势;另一方面 ,通过相关分析来获知环境

意识在社会中的分布状况以及相关的社会因素。而在 ESSP范式看来 ,这样的研究测量恰恰是环境的社

会化结果 ,即自然的环境变量经过“社会化”后 ,以民众的某种环境意识及其总体分布的形式呈现出来。

尽管这类调查显示了与环境意识相关的诸多因素 ,如教育 、收入等 ,但受定量研究方式及相关统计技术

分析的限制 ,使它难以揭示“环境社会化”的过程与路径 。

以汉尼根为代表的建构主义的环境社会学研究((Hannigan , 1995;Buttel et al.,1990;Buttel &Taylor ,

1992;Fox ,1991;Ungar ,1992;Mazur &Lee ,1993)对“环境的社会化”问题给予了重视 。汉尼根指出:公众对

环境的关心并不直接与环境的客观状况相关 ,而且 ,公众对于环境的关心程度在不同时期并不一定一

致。事实上 ,环境问题并不能“物化(materialize)”自身 ,它必须经由个人或组织的建构 ,被认为是令人担

心且必须采取行动加以应付的情况 ,这时才构成问题。在这一点上 ,环境问题与其他社会问题并没有太

大的不同 。因此 ,以社会学的观点来看 ,关键是弄清楚为什么某些特定状况被认为是成问题的 ?以及那

些提出这种声称的人是如何唤起政治注意以求采取积极行动的 ?汉尼根还认为:现代社会中的两个重

要的社会设置———科学和大众媒体 ,在建构环境风险 、环境意识 、环境危机以及对于环境问题的解决办

法方面 ,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转引自洪大用 ,1999a)。汉尼根的研究从建构主义的范式出发 ,关注于

自然环境变量的社会化过程在意义层面的建构过程 ,特别是注意到了环境问题的社会化建构过程 ,并且

揭示出这种环境变量建构的社会化机制 ,从而为探寻环境问题的社会原因(因果关系)提供了社会学味

十足的支持 ,同时这种研究方式也避免了生态谬误的可能性 。汉尼根建构主义的环境社会学研究是一

种在建构主义本体论范式下的典型的 ESSP 范式的环境社会学研究 。

日本环境社会学家户田清在《追求环境的公正》一书中 ,研究了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对于不同阶层

人的作用 ,阐述了环境破坏对社会结构的影响 ,指出了因自然环境质量的差别而引发的社会结构的紧张

和危机(王子彦 ,2000)。本文作者认为 ,户田清的研究既是 ESSP 范式的思路 ,同时 ,也并未局限于 ES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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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式 ,而是进一步指出社会结构的“缺陷”可能是造成环境恶化的重要原因 。也就是说 ,在户田清的研究

中 ,存在着把 ESSP 范式与SAEP范式连接起来的趋势 。

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于 1991-1993年间在内蒙古草原地区开展了“草原生态系统的变迁

及人为因素的研究” 。其中麻国庆(2001)研究了蒙古族生活方式中文化 、宗教 、伦理等社会变量与自然

环境之间的关联性 ,指出蒙古族的文化传统与生活方式中蕴涵着环境保护的知识 ,这实际上指出了在社

会性的变量中 ,某些变量是自然环境社会化的结果———社会在适应环境的过程中所形成的社会性的环

境变量(如蒙古族的某些民间知识 、生产 、生活习俗等)。同时 ,该研究也指出: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冲

突所造成的“农牧矛盾”这一社会变量是造成草原生态恶化的重要原因。这一结论实际表明:一方面 ,社

会化了的不同环境变量之间所产生的社会冲突 ,即环境变量经过社会化以后对社会系统的影响;另一方

面 ,社会系统的变化引起的生产 、生活活动中的某种社会行动方式的客观后果对自然环境存在着重要的

影响。他的研究显示了自然环境变量的社会化过程是交织在社会适应自然环境的过程之中的 ,此外通

过对蒙古族的宗教 、伦理等文化层面的价值观念中环境价值的分析 ,麻文还反映了环境变量社会化的结

果不仅在经济层面上以物质的形式表现出来 ,而且还以伦理价值等非物化的形式透过社会行动及社会

方式表现出来。麻国庆的研究在“客观上”支持了本文所提出的 ESSP 范式 ,特别是支持了该范式中环境

社会化的观点。

本文作者认为 ,在以上有关环境社会学的研究中 ,汉尼根建构主义范式最为明确 、清晰地指出了环

境社会化的问题 。尽管他使用“建构”一词 ,但实际上这是由其理论的建构主义方法论(尤其是本体论)

范式的界定所决定的 ,就研究的对象领域而言 ,汉尼根的“建构”与 ESSP 范式的“环境社会化”是统一的 。

而大部分的研究虽然就研究的对象领域而言 ,包含在 ESSP 范式中 ,但似乎并未明确“自然环境变量的社

会化”这一关键问题 ,因而使得其必然要面对生态学的挑战 ,从而削弱了自身的社会学专业色彩。

三 、SAEP范式的环境社会学研究

　　笼统地讲 ,SAEP范式实际上意味着把社会变量作为自变量 ,把自然环境当成因变量 ,从而在这种模

式下展开对社会与环境关系(社会影响环境)的社会学研究。SAEP范式的研究对于探究环境问题的社

会原因特别具有启发力 。然而在 SAEP 范式的研究中 ,如何避免生态谬误仍是其所面临的一个重要

挑战 。

施耐伯格关于环境问题的解释模式被人称为“政治经济学的解释”(转引自洪大用 , 1999a)。他所关

注的是:环境衰退的社会根源是什么 ?究竟谁应该对环境破坏负责? 而哈珀(Harper)则认为他的研究

是一种冲突论的观点 。哈珀认为 ,施耐伯格提出了一种人类与环境互动的冲突理论 。该理论认为大多

数对环境问题的分析都过分注意了消费 ,而忽视了当代社会中的生产动力 。“对持续增长的要求已经成

为一种`苦役踏车' (a treadmill of production)。每一种新的增长都要求在将来继续保持增长 ,生产上的增

长又要求有消费的增长对它进行刺激。矛盾在于经济扩展虽然满足社会的需要 ,却必定带来生态的破

坏 ,环境的破坏则限制了经济的进一步扩展;新技术可能会带来效率 ,从而减少每个单位对环境的影响 ,

但整体消费却抵消了这一结果 。这个`苦役踏车' 的深层威胁不在于技术污染 ,而在于丝毫不受限制的

争夺最大市场份额的竞争逻辑”(Schnaiberg &Gould ,1994 ,转自 Harper , 1996)。施耐伯格把环境问题归

咎于社会系统自身的运行逻辑 ,他认为环境状况最终仍然是继续恶化 ,可持续发展的可能性很小。施耐

伯格的研究触及的是社会对环境的影响 ,但是他似乎把经济价值赋予了首要的地位 ,似乎人类的社会行

动总是以物质的 、经济的价值为优先的取向 ,而这一点却与费雷(Firey ,1945)为代表的社会文化区位学

的研究结论相左 。笔者认为 ,社会行动的价值取向是复杂多元的 ,不能以经济价值的一元取向作为研究

的预设 ,因而社会系统对社会行动及其方式的影响也是多种多样的 ,存在着破坏环境的行动及其“规

则” ,也存在着限制破坏环境的行动及其“规则” ,而这正是环境社会学所要揭示与解释的现象 。但是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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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伯格的研究是针对社会的系统要素对社会经济行动的影响展开的 ,他认为经济行动必然与自然环境

相矛盾 ,并且指出影响环境的深层原因在于社会运行的逻辑 ,亦即在于无形的社会变量 ,这一点显然超

越了前人的机械唯物论的研究范式 。从关注社会对环境的影响的角度来看 ,他的研究也可以划归到

SAEP 范式的环境社会学的研究中来。

哈杰(Hajer)在其著作《环境政治学论说》中对生态现代化的概念进行了界定。他认为 ,生态现代化

是指加速环境良性发展并对资本主义经济结构进行调整的过程 。生态现代化是寻求社会要素之间结构

的良性整合。他强调生态现代化最主要的内涵体现在政策制定策略的转变上(转引自黄叶娜 、叶平 ,

2001)。哈杰的生态现代化理论似乎更富于政治社会学色彩 ,他将技术 、经济等社会要素置于国家与社

会关系的框架之下来讨论其对经济活动的影响 ,而社会对自然环境的影响似乎被看作经济活动的必然

后果 。就这一点而言 ,显然有片面之嫌。经济活动可能是自然环境被破坏的重要原因 ,但不是惟一原

因 ,也不一定是主要的原因。近年来的环境监测数据显示 ,生活废水 、汽车尾气和生活垃圾造成的污染

已经成为较工业等经济活动更为严重的主要污染源(饭岛伸子 ,1999)。

中国的社会学家同样对环境问题的社会原因给予了重视。陈阿江通过在太湖流域的东村进行的田

野调查 ,探讨了乡村社区水污染的社会原因。他发现 ,传统社会水域保持清洁的原因在于农业社会长期

形成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村落传统的社会规范和道德意识;而 20世纪 90年代后期水域污染的原因主

要不是科学技术的问题 ,而是经济社会的问题 。利益主体力量的失衡 、农村基层组织的行政化与村民自

组织的消亡以及社区传统伦理规范的丧失是造成水域污染的主要原因 。该研究还强调 ,与市场经济体

系相适应的法律制度建设是解决水污染问题的根本途径(陈阿江 , 2000)。陈的研究的一个重要启示在

于指出了“村落的社会规范及村民的道德意识有效地约束了村民的水污染行动” ,一方面 ,这表明了局部

的 、无形的社会结构变量对污染行动的作用;另一方面 ,由于研究是以个案的定性方式展开的 ,关注于社

会变量(如规范 、道德等)对社会行动(污染行动)的影响 ,因而 ,既避免了生态谬误的可能性 ,又通过讨论

水污染行动的社会原因而进一步探寻水污染的社会原因。然而该研究的缺憾也是明显的 。概念框架的

模糊与分析框架工具的单薄使得其深度不足 ,研究结论似乎也过于简单。该研究从三个视角进行分析。

其一 ,利益视角的分析。其分析的框架工具是个体主义的理性选择模式 ,然而 ,该研究所阐述的理性选

择模式过于强调了经济利益的成本效益 ,而剔除了诸如规范 、道德等非经济因素对个体行动者行动选择

的影响;另一方面 ,对个体行动者的分析没有在社会整体 、在行动者之间的关系中展开 ,表现出原子化的

个体主义倾向。其二 ,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视角分析 。对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恰恰是需要解释的问题 ,

它本身不能构成分析的工具 ,陈文回避了这一问题 ,而仅仅以村民组织的行政化这一外在现象作为依

据 ,认为“在东村 ,国家与社会的力量处在失衡状态下”(陈阿江 ,2000)。而孙立平在对国家与农民的关

系研究中 ,分析了在乡村中正式权力的非正式运作的过程 ,指出在这一过程中正式制度是有边界的 ,情 、

理 、法在权力的运作中呈现出一种交织的制约性(孙立平 ,2000)。对比二人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研究 ,

笔者认为 ,陈以此作为分析水污染行动的分析框架似乎欠妥 。其三 ,社会失范的视角 。陈将这一视角与

利益视角分割开来 ,似乎认为在个体行动的选择过程中对规范的考虑与对经济利益的考虑是“天然”地

独立进行的 。这一点 ,与利益分析的框架的问题如出一辙 。概念框架与分析工具的薄弱自然使得该研

究的结论显得苍白。

洪大用在社会运行理论的基础上 ,探讨了以社会转型的理论框架分析环境问题社会原因的可能(洪

大用 , 1999b 、2000)。他指出:以工业化 、城市化和区域分化为主要特征的社会结构转型 ,以建立市场经

济体制 、放权让利改革和控制体系变化为主要特征的体制转轨 ,以道德滑坡 、消费主义兴起 、行为短期化

和社会流动加速为主要特征的价值观念变化 ,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加剧了中国环境状况的恶化 ,导致当代

中国环境问题具有特定的社会特征 。他认为 ,当代中国环境状况的日趋恶化是与中国特定的社会转型

过程密切相关的(洪大用 ,2000)。洪的研究是在方法论的整体主义范式的基础上 ,以社会转型理论为分

析框架展开的 ,其研究显示了社会变迁与环境的相互关联 ,然而却并不能表明二者之间具有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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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 ,洪强调“当代中国环境状况的日趋恶化是与中国特定的社会转型过程密切相关的” ;另一方面 ,

又指出社会结构转型 、体制转轨和价值观念变化 ,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加剧了中国环境状况的恶化 ,导致

当代中国环境问题具有特定的社会特征 ,显然阐述的是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 。但二者之间的相关关系

是如何转化为因果关系的 ?洪并未给予阐述 ,因而 ,这里恐有“生态谬误”之嫌。尽管洪文的分析框架是

明确的 ,但作为社会运行理论本身则倾向于功能论的范式 ,它更接近于整体论比较的方法 ,而比较的方

法是对不同变量的同变差异进行比较 ,当差异显著时 ,我们可以认为不同变量之间存在着相互关联 ,但

我们无法确认它们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洪所采用的分析框架忽视了社会行动在社会变量与自然环

境变量之间的瓶颈地位 ,亦即社会变量与社会行动之间是或然的因果关系 ,而社会行动与其客观后果之

间是必然的因果关系 ,这个客观后果对自然环境的作用 ,可以借助生态学的研究结果而证明是必然的因

果关系 。因而对社会变量与社会行动的因果关系的分析成为论证社会对环境的必然影响的关键环节。

洪的研究显然忽视了这一点 ,而对社会行动的分析 ,采用整体论范式社会运行论的理论框架是否适当 ,

则有待进一步的实证研究的检验。

四 、结　　语

　　综上所述 ,本文认为 ,作为社会学的分支学科 ,环境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环境与社会关系中的某些

部分 ,即SAEP范式及其研究对象和 ESSP 范式及其研究对象(见图 1 、图2)。其中 ,环境社会学研究面临

着两个瓶颈问题 ,即环境这一变量的属性问题 ,以及生态谬误的问题 ,这是环境社会学开展进一步实证

研究所不可回避的挑战。对环境社会学学科定位的讨论 ,尤其是对其研究对象领域的讨论 ,将直接涉及

到环境社会学实证研究的分析框架的建构问题。限于篇幅 ,对于环境社会学实证研究分析框架的讨论 ,

将在后续的研究中作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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